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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整体性治理理论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了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管制与治理维度，认为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是一

个“管制平衡”导向型政策，进而提出从“参与式干预发展”的角度对该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综合性评价。 基于内蒙古锡林郭勒

典型草原的一个纯牧业嘎查（村庄）的案例研究，将参与式干预发展评价（ＰＡＤｅｖ）方法的应用进行了详细呈现，并获得了兼具

“形成性”和“主体间性”的综合性评价结论与发现。 为验证 ＰＡＤｅｖ 的适合性和科学性，从“元评价”的角度，进一步呈现了基于

生态调研和抽样社会调查的评价，作为 ＰＡＤｅｖ 方法的“验证性”评价。 案例研究发现，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地位和作用体现在

“草⁃畜⁃人”历史性（长达 ３５ 年，从 １９８３ 年牲畜承包开始）发展变迁的结构关系中，从政策作用的末端来评价生态补偿政策所产

生的生态效益，比较难以直接确定其因果关系，但从基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及未来发展的角度，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政策将

积极地促进牧民们的自主整合和适应市场的发展，以及“生态载畜量”和“实际载畜量”的收敛趋同。
关键词：生态补偿政策；管制平衡；参与式干预发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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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生态保护是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唯一目标，政策自实行近 １０ 年来，学术界之所以对该政策所产生的

生态效益评价不一，一方面是由于该政策正在实施过程中，政策和生态系统本身都有延迟响应的特性，加上评

价视角和评价方法的多样化，存在形成共识的困难［１－２］。 这也是大型政策评估本身的难点所在，它具有长期

性、综合性以及复杂性的特点 ［３－４］ 。 另一方面，任何一项政策并不是孤立存在，是一定时间和空间内政策网

络的一部分，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逻辑起点是“生态管制”，通过一定的强制性措施，包括禁令、惩罚、补贴和

奖励等，达到遏制草原生态退化和调节草原自然资源以可持续利用的目的，它要和受偿主体（受管制方）的认

知、意愿、激励相容及契约等配合，又要和其它政策如确权、扶贫等政策协同，发挥促进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功

能［５－８］。 因此，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质是一系列参与式干预发展工程，从参与式的角度进行评估，能够充分体

现各参与主体的利益效果［９］。 然而目前参与式干预评价研究的实证成果却少见公开发表，相关文献中也欠

缺关于研究成果内涵解析和更系统的方法及实现路径的介绍［１０⁃１２］。
本文的研究不是试图去比较我国草原生态补偿政策评价中已经开展过的不同评价方法，而是按照以上思

路，从剖析草原生态补偿政策难以评价的结构性原因入手，首先深入分析管制与治理维度对草原生态补偿政

策实施过程的影响，进而将一种可操作的综合性参与式评价方法———ＰＡＤｅｖ 应用到案例研究中，探究其是否

合适，并从“验证性”和“解释性”的角度，递进式地进行生态和社会调查，以达到“元评价”的目的。 最后基于

详尽的研究过程和发现，探讨政府作为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主体如何在互动治理过程中构建管制平衡

机制。

１　 草原生态补偿政策中的管制与治理维度

杨光梅等（２００７） ［１３］较早综述了生态补偿概念提出的逻辑过程：以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为中心任务，以
减轻人类活动对这些特定地区的干扰强度为主要手段，不仅严格限制生态环境保护区域内的商业性开发利用

活动，而且对特定地区居民的基本生产活动也进行约束。 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如何协调好生态环境建设区的

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是生态建设实施过程中问题和矛盾所在。 生态补偿的概念是基于生态系统

的稳定和平衡需要进行必要的物质和能量补偿，在开发利用资源的同时，要对资源进行必要的管理（即物质、
能量的投入），使人为措施与自然力作用相结合，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相结合，促进生态系统向稳定的方

向发展。 之后，我国的很多学者对生态补偿机制做了宏观的分析和研究［１４⁃１６］，进一步明晰了中国生态补偿的

概念与原则、补偿的标准与途径，构建了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框架。 总体上来讲，我国的生态补偿政策在

设计阶段即经历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考虑了已经存在的相关正式制度包括双包制（草场承包、牲畜承包）、
义务教育法、野生动物保护法、草原法等的影响，也考虑了相关的非正式制度包括传统游牧制、少数民族信仰、
文化、习俗等的影响［１７］，在此综合基础上，提出该政策遵循“生态优先兼顾发展”的宗旨，体现了国家治理草

原，构建可持续发展格局的决心和目标。
然而政策实施过程的复杂性，容易导致政策效果的不确定性，这是“政策和执行之间的距离”，被认为是

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黑洞”，政策目标往往是清晰的，但是在政策走向执行过程中，囿于权力的分化、层级关系

的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博弈、执行情境的约束、实施的技巧等，政策的执行效果会大打折扣或变形或演化衍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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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１８⁃１９］。 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出台和运行正处在我国公共管理模式快速演化和

迭代的时期，历经新公共管理，正走向整体性治理的时代。 整体性治理理论代表人物佩里·希克斯和帕却克

·登力维认为［２０⁃２１］，政策有效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共管理过程，而是目标和手段不断相互增强的整体性

治理的过程；整体性治理意味着管理部门内部需要以公民为基础的、以服务为基础的、以需要为基础的组织网

络的重组和功能的协调，需要信息系统的变革，需要和外部组织和个人的互动整合。
我们将“管制”和“互动治理”引入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过程的复杂性解释中（图 １）。 根据整体性治理

理论，将政策实施过程简化为三个主要模块 “政策 （ ｐｏｌｉｃｙ）———管制目标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实施手段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正如前述，我国在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制定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充分考虑了正式制度

和非正式制度对该政策的影响，然而当政策从“文件”走向实施部门，即从第一模块到第二模块，首先会经历

一个“管制目标”的转换过程，即相关执行部门根据政策要考虑“执行到什么程度？” （目标）和“如何执行？”
（手段）。 草原生态补偿政策设计之初的唯一目标是生态保护，手段是可持续利用，因此在清晰的管制目标，
即生态价值得到共识和充分肯定之后，管制部门需要从传统的“命令与控制”、“单一和僵化”等的方式中转到

积极与被管制对象互动并将其作为“主体间”关系来创新处理，尝试对等双向型、激励型、协商型和委托型等

多种手段［２２］。 进一步地，当结合互动手段实现管制目标的转换后，从第二模块到第三模块还将经历一个基于

“参与式干预发展”的政策实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策受施者的异质性和参与性将得到充分体现，积极响

应生态补偿政策实施过程中需要结合的自愿性、额外性、条件性、瞄准性等重要属性［１６，２３］。
由此可见，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基于互动治理的以管制为逻辑起点的参与式干预

发展过程。 这一方面可以解释该政策难以评价的结构性原因，另一方面可以推论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本质上是

一个“管制平衡”导向型政策。 “管制平衡”意味着政府的角色和职能不仅是“生态保护者———生态受益者”
关系中的补偿主体，更是生态服务提供者、政策调控者、管制者以及社会利益再分配者［２４］；也意味着需要通过

基于互动治理的“参与式”过程来提高政策的实施质量或寻找新的策略以保障平衡机制的实施，因此对其开

展的影响评价需要从“综合性评价”的视角出发，即充分评价其“形成性”和“主体间性”。

图 １　 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中以管制为逻辑起点的互动治理过程

Ｆｉｇ．１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２　 参与式干预发展评价（ＰＡＤｅｖ） ［２５⁃２９］———综合评价的视角

荷兰莱顿大学“非洲研究中心”Ｔｏｎ Ｄｉｅｔｚ 教授带领的团队花时多年在非洲的加纳北部和布基纳法索南部

开展的参与式干预发展的评价方法（ＰＡＤｅｖ，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是一种较为系

统性和呈现完善的方法，详情可见其专业学术网站（ｗｗｗ．ｐａｄｅｖ．ｎｌ）的介绍，它基于历史发展过程的“形成性”
和参与者与外部环境及不同群体互动的“主体间性”特点，其价值在于，将发展的历史信息和事情产生的原委

相结合，分析现状如何产生，以及发展干预措施起了什么作用，从而得出全面的集体共识（主体间的），这最适

合中长期干预措施的评价，能更实事求是地评估不同干预措施的相对重要性，并通过不同观点的积累和聚合

实现因果关联的分析。 鉴于 ＰＡＤｅｖ 方法克服了一般参与式发展评估中的“关注时间太短、几乎总是赞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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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者）驱动、过于专注于投入和产出、孤立的评估、受益人的意见大量被忽视”等弊端，加上其操作简单，兼
具定性和定量评估效果，其已经为荷兰的多个国际发展援助组织提供有决策参考意义的评价成果［３０］。 其团

队于 ２００１６ 年在《美国评价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充分论证了 ＰＡＤｅｖ 方法是最接近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第
３８ 号工作文章中“综合性评价”属性的参与式评价方法［２９，３１］。 因此我们认为 ＰＡＤｅｖ 可以被尝试用于生态补

偿政策的“综合性”评价实践。
ＰＡＤｅｖ 方法的核心是参与式社区研讨会的组织和九个模块评价模块的有机运用。 每次研讨会有几人到

几十人不等（最好几十人，如五六十人，可以分成不同的小组），代表该地理区域不同年龄、职业和性别群体以

及社区官员（村领导和宗教领袖、行政人员、教师），评价该地区的发展历史、该区域每个发展举措的影响，并
追溯到与会者能记起的时间（通常是一代人）为止。 参与者的参与方法如下：（ ｉ）提前沟通并选择社区参与者

目标样本（地点、性别、年龄），（ｉｉ）研讨会实施协作，（ｉｉｉ）研讨会期间密集互动，以及（ ｉｖ） 事后分析演示，和社

区和街道反馈，包括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发展组织主管、部委领导、地区政府官员和社区领导）的反馈。 评

价过程涉及的九大模块详见表 １［２８］。

表 １　 参与式发展干预评价九大模块

Ｔａｂｌｅ １　 Ｎｉｎｅ ｍｏｄ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ＰＡＤｅｖ

模块序列
Ｍｏｄｕｌ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评价的模块主题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ｕｌｅ Ｔｏｐｉｃｓ

模块评价的主要内容
Ｍｏｄｕｌ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模块 １ Ｍｏｄｕｌｅ１ 历史事件 整理重大事件时间线

模块 ２ Ｍｏｄｕｌｅ ２ 所产生的改变和趋势 描述六个领域的历史性改变∗

模块 ３ Ｍｏｄｕｌｅ ３ 财富群体 描述各财富群体特点

模块 ４ Ｍｏｄｕｌｅ ４ 干预清单 列出所有经历过的干预活动

模块 ５ Ｍｏｄｕｌｅ ５ 干预项目评估 评估每项干预行为

模块 ６ Ｍｏｄｕｌｅ ６ 发生的改变和干预项目之间的关系 分析哪些项目引起哪些改变

模块 ７ Ｍｏｄｕｌｅ ７ 选择五个最优和最差的项目 挑选出受益最大和最小的项目

模块 ８ Ｍｏｄｕｌｅ ８ 财富群体与干预项目利益分析 描述从干预行为中获益的群体

模块 ９ Ｍｏｄｕｌｅ ９ 机构评估 评估当地主要机构的价值贡献

　 　 ∗六个领域包括：自然、物质、人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

在模块 １ 中，参与者从他们所在地的历史事件中回忆五项或更多发生过的重大事件，要求回溯时间至少

为一代人，约 ３０ 年。 在模块 ２ 中，参与者使用一个框架来回顾在自然、物质、人力资本、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

环境六个生计领域引起贫富差别的重大变化。 在模块 ３ 中，参与者将当地人分为不同的财富类别，并描述各

财富群体的特点予以区分。 在第 ４ 模块中，参与者尽可能地回忆出本地区的项目（干预政策、私人行动、非政

府组织或社区组织计划等），这些项目可以是任何外来的，也可以是在当地采取的举措和创新行为。 每个项

目，参与者尽可能提供细节。 在模块 ５ 中，参与者对列出的举措逐一进行初步评价，可以用有用性来衡量项目

所产生的影响。 集体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和理由与衡量评价同等重要。 在模块 ６ 中，参与者将前述几个模块所

涉及的重大变化和不同作用的项目联系起来，以便初步了解阐释机制、项目的相对贡献和其他影响因素。 在

模块 ７，参与者以民主投票的方式选择他们所在地区的“最优”和“最差”的项目。 在模块 ８ 中，评价不同项目，
尤其是最优和最差项目对不同财富群体的影响。 在模块 ９ 中，进一步对不同的项目实施机构进行评价。

从九个模块的构建可见，ＰＡＤｅｖ 具有整体性（考虑多种干预措施）和历史性（至少回溯到一代人），同时融

入了 “规范设计”（围绕对不同人的影响）和“代理设计”（合作行动研究）的要素（模块 １—３，９）。 “参与式”
研讨会也充分体现了不同参与者对项目或干预措施以及如何对自己和他人行为、感知或体验效应产生的影响

评价（模块 ４—８）。 ＰＡＤｅｖ 方法应用于草原生态补偿政策评价的核心基础也体现在：生态维度，即与生态相关

的重大事件和相关变化在评价之初就被涉及（模块 １—２）；被评价的政策或项目能够充分地被参与者追溯和

识别，并且将其和相关的变化进行一定的因果关联（模块 ３—５）。 我们在接下来的案例研究中也切实体验到

所获得的相关生态影响评价是如此自然和“确信”，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 ＰＡＤｅｖ 的应用可以让生态补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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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评价更加具备“自下而上”的特点。

３　 研究开展

３．１　 研究区域

为实践该方法，本研究只针对一个案例，试图深入分析，以实现从故事到知识的完整建构过程［３２］。 案例

对象“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哈日高壁嘎查”为典型草原中的一个典型的纯牧业村庄，多个相关研

究已在此地开展［３３⁃３４］，具备较好的研究基础。 嘎查位于东乌珠穆沁旗西南部，地理坐标 ４４°５６′３１．７７″—４５°０２′
１５．６８″Ｎ、１１６°１６′２８．４８″—１１６°２２′５０．６０″Ｅ 之间，锡林浩特到乌里雅斯太镇的 １０１ 省道贯穿此嘎查。 地势总体

平缓，海拔 ８００—１０００ ｍ 之间。 地形为小盆地，北、西、东边缘为丘陵岗地，嘎查草场面积 ８２８ ｋｍ２。 嘎查禁牧

休牧 ７７７４ ｈｍ２，草畜平衡 ７２８４４ ｈｍ２，２０１１ 年起，第一轮生态奖补（２０１１—２０１５）补贴分别为 ０．４ 元 ／ ｈｍ２和 ０．１１
元 ／ ｈｍ２，第二轮（２０１６—２０２０）补贴分别为 ０．６ 元 ／ ｈｍ２和 ０．２ 元 ／ ｈｍ２。 嘎查造册（２０１５ 年）总人数 ８４２ 人，男
４３１，女 ４１１ 人，其中大学生 １５ 名，党员 １６ 名，党委成员；共 ７ 个小组 １９６ 户，典型户 ３６ 户，小康户 １４２ 户，贫困

户 １８ 户，低保户 ５５ 户；草场面积 ８２６６７ ｈｍ２，大畜 ２０９９ 头，小畜 ９１１１６ 头，嘎查拥有集体草场 ６７ ｈｍ２，基本母

畜 １０３０ 头，银行现金 ５．３８ 万元，固定资产 １７．６７ 万元，财政转移收入 ２ 万元。
３．２　 研究方式

如前述，ＰＡＤｅｖ 从“形成性”和“主体间性”出发，能够帮助构建整体性评价的基本结论，但是由于它初次

应用于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评价，我们结合“元评价”的视角［３５］，以客观、整体、系统和综合的原则，采用合适

的其它调研方式对 ＰＡＤｅｖ 的评价结论进行一定的验证性评价，这同时也将有助于本案例研究中相关知识体

系的建构。 鉴于此，本研究递进式地开展了 ３ 种研究方式：（１）参与式发展干预评估研讨会（９ 个评价模块的

应用）。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６ 日—８ 月 ２１ 日，调研组成员于调研案例区域参与式生活以熟悉调查区域和本人生活生

产方式，并于 ８ 月 ２２—２６ 召开两次参与式发展干预评价研讨会，两次分别参与人员为 １９ 人和 ２２ 人，平均年

龄为 ５６ 岁，包含不同背景的牧户、基层干部、教师、村会计、合作社带头人、贫困户、极端贫困户（无畜户）等，
男女比例约为 ６：１；（２）生态效益调查（一个典型家庭牧场的生态现状评估）。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２—２７ 日，选择一

户典型牧户，进行“划区轮牧”的草场植被分布调研，共获得 ３ 条样线条 ３０ 个样方（每条样线为 １００ ｍ 及每隔

１０ ｍ 取 １ 个 １ ｍ×１ ｍ 样方）的植物分布；（３）抽样社会调查（入户访谈问卷调查统计分析）。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５—８ 月 ２２ 日，根据本村 ７ 个小组地理分布情况，按路线随机抽样方法进行入户访谈，共获得 ６０ 份有效访谈

问卷记录，平均抽样比例 ３２．２８％。
３．３　 研究发现

３．２．１　 参与式干预发展评价

２０１７ 年 ７—８ 月我们在村干部的支持下，召集 ４５ 岁以上常住牧民在嘎查办公室举行了两次研讨会。 牧

民作为主体充分了解了过去 ３０ 多年发生的事件、变化、各项政策或项目在“草⁃畜⁃人”关系中的影响（标识影

响用 “＋、－、＋ ／ －”分别表示正面、负面、正负均有影响），评价了不同的财富群体、政策或项目及它们的实施机

构，分析了不同模块之间可能的因果关联，具体详见表 ２、图 ２ 和图 ３ 关于各模块的综述。
以上各个模块的综合评价结论为：
（１）按照所经历的重大政策、项目和大事件，基本干预政策是牲畜承包和草场承包政策，它奠定了一系列

政策变迁的根基，同时导致了放牧方式和牲畜结构的根本转变。 草原生态补偿是基于草场退化所推行的干预

政策，但与它并行实施的还有其它诸多政策和干预援助项目（如围栏、打井、暖棚、定居等），它们分别作用于

自然资源禀赋、生产生活设施和工具变革、人力资源供给、社会经济状况、社会政治参与情况以及文化传承和

适应这六个方面的诸多焦点，并从总体上带来了自然生态环境恶化、草场退化、生产资本和成本的提高、劳动

力的减少、贫困化趋势、财富群体的分化、收入随市场波动的不稳定性、社会交往和公共活动的增加以及传统

游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急剧改变等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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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参与式研讨会各模块综述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ｅａｃｈ ｍｏｄｕ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模块
Ｍｏｄｕｌｅ

主要研讨结论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模块 １
重大历史干预政策及大事件
Ｍｏｄｕｌｅ １ Ｐｏｌｉｃｙ＆Ｅｖｅｎｔｓ

牲畜承包（１９８３）、草场承包（１９８４）、千户奖励（１９９３），围栏和定居（１９８５—２０１０） ［注释１ ，图２］ 、沙
尘暴（１９９３－２００６）、“双权一制”（１９９６）、大雪灾（２０００）、围封转移（２００１）、撤点并校（２００１）、
畜牧业协会（２００３）、撤乡并镇和集中办学（２００６）、合作社（２００７）、第一轮生态奖补（２０１１）、羊
肉价格大幅下降（２０１２）、极端干旱（２０１３－２０１７）、第二轮生态奖补（２０１６）

模块 ２ 自然 土地（－）、水（－）、生物多样性（－）、枯草层（－）、牧草（－）、沙尘暴（＋）、旱灾（＋）、鼠害（＋）

历史性变化 物质 住房（＋）、道路（＋）、电力（＋）、通讯（＋）、畜牧工具（＋）

Ｍｏｄｕｌｅ 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人力 劳动力（－）、知识（＋）、技能（＋ ／ －）、能力（＋ ／ －）、健康（＋ ／ －）、

经济 收入（＋）、支出（＋）、贷款（＋）、借款（＋）、五畜结构（－）、牲畜产品（＋ ／ －）、经商（＋）

社会政治 选举（＋）、维权（＋ ／ －）、公共活动（＋）、言论（＋）、社会交往（＋）、网络交往（＋）

文化 游牧（－）、宗教（－）、衣食住行文化（－）、传统习俗（－）、新文化（＋）

模块 ３ 财富群体
Ｍｏｄｕｌｅ ３ Ｗｅａｌｔｈ ｇｒｏｕｐｓ

较早实现围栏和定居人群、城镇有房人群、经商人群、受较高教育人群是富裕群体；受灾害影
响严重、承包草场资源不佳、放牧技术转变较慢、家庭成员遭遇变故等人群是贫困群体

模块 ４—６ 政策与变化影响关系构建
Ｍｏｄｕｌｅ ４—６ Ｐｏｌｉｃｙ⁃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另见图 ３

模块 ７ 政策评估
Ｍｏｄｕｌｅ ７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最好 合作社（Ｎｏ．１），牲畜承包（Ｎｏ．２），生态奖补（Ｎｏ．３）

最差 学校搬迁（Ｎｏ．１），草场承包（Ｎｏ．２），千户奖励（Ｎｏ．３）

模块 ８ 政策获益
Ｍｏｄｕｌｅ ８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优先发展、获得补助、迁移至城镇、教育人才培养、社会保障、抵御灾害、信息共享、技术培训

模块 ９ 机构评估
Ｍｏｄｕｌｅ 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政府部门（＋ ／ －），自愿组织（＋），合作社（＋）

　 　 模块 １ 是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进行的，牧民对研究区 １９８３ 年至今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梳理和回顾，由于围栏和定居是逐步发生的，跨

时 ２５ 年左右，为深入了解发生过程，研讨会过程中，研究人员请参加者仔细回忆围栏和定居发生的时间，并通过电话的方式询问熟悉的牧户，分

别获得 ７４ 户围栏建设和 ７１ 户定居时间，整理成发展时序图，见图 ２，由图可见围栏比定居发生的时间早，比例高

图 ２　 围栏和定居发展图（模块 １）

Ｆｉｇ．２　 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ａｒｔ （Ｍｏｄｕｌｅ １）

（２）出现了不同财富群体的分化，较早围栏和定居的牧户获得了生产优先发展的更多机会；通过经商或

参加合作社等经济组织的牧户获得市场发展机会；迁移并落户城镇、重视教育人才培养、社会保障等利益的牧

户率先实现小康；而受灾害影响严重、承包草场资源不佳、放牧技术转变较慢、家庭成员遭遇变故等人群是贫

困群体。 不同群体呈现出不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特征。
（３）学校搬迁是影响最差的政策项目，它导致的生活成本上升及劳动力损失直接影响了生产成本，通过

贷款缓解进而增加了市场风险，是这十几年来几乎每户家庭都经历的困境。 鉴于“草⁃畜⁃人”结构的变迁，他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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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基于“草⁃畜⁃人”关系变迁的视角模块 ４、５、６ 的集合探讨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ｕｌｅｓ ４， ５， ａｎｄ ６：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ａｎｉｍａｌ－ｈｕｍ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们自发自主合作，通过合作社获得更方便的银行贷款、购买价格较低的草饲料以及出售较高价格的畜产品，合
作社成为他们目前最具希望和评价最高的项目，无论对于已经参加还是未曾参加的牧户。

（４）如果从政策作用的末端来评价生态补偿政策所产生的生态效益，比较难以直接确定其因果关系，因
为通过“草⁃畜⁃人”结构发展分析，生态补偿的份额面临抵消现有每户人家所面临的畜牧业市场化、牲畜的结

构性失调和超载、劳动力的减少和新放牧技术需求增加所带来的成本－效益结构的变化、风险和贫困化的压

力，第一阶段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从根本上并没有改变生态恶化的事实和牧户实际行为上的“违规”，草畜平

衡只是合同上的指标，实际都超载，甚至数倍。 但从基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被评价为最差的政策为“学校

搬迁”，教育公共服务的格局将长期存在；第二差的政策为“草场承包”，“私地”已成基本事实）及未来发展

（市场化、生态旅游等）的角度，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政策将积极地促进牧民们的自主整合和适应现代市场的

发展。
上述基于长达 ３５ 年的回顾与梳理以及不同背景的发展主体从不同视角对于同一主题的评价探讨，充分

地体现了 ＰＡＤｅｖ 方法所具有的“形成性”和“主体间性”特点，九个模块都蕴含大量细节，并且通过模块间所

构建的“自然联系”和“因果关联”，我们较为全面和快速地获得了上述的综合评价结论，当将这些结论现场反

馈给参与者，他们都十分认同，也更深入地理解了目前的困境和发展出路。 接下来，我们从“元评价”的视角，
就生态影响程度的评价———生态严重退化，和综合评价结论中的整体知识是否符合整个嘎查的基本事实，进
行一定的验证。
３．３．２　 生态现状评价

从 ＰＡＤｅｖ 评价结论看，草原生态依然是严重退化的，并且退化的原因是结构性的，因此目前还无法直接

架设生态补偿对于生态效益的因果影响，虽然生态补偿政策被评价为最好政策的第三位。 为验证生态严重退

化的事实和了解退化的程度，同时进一步考虑架设第二轮生态奖补政策影响的对比基线，我们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选取一户“划区轮牧”典型牧户（离省道公路 ３０ ｋｍ 处的苏雅拉图家牧场，该典型牧户是参与者讨论推荐的十

分符合图 ３ 结构性分析中的牧户家庭特征）牧场 ３ 样条，样条 １ 和样条 ２ 是当年夏季放牧采食后坡度不同的

区域，样条 １ 为有一定坡度的地方，样条 ２ 是平地，样条 ３ 是春季采食后至夏季一直未曾采食直至下一个春季

供采食。
由表 ３ 可见，样条 １ 和 ２ 的总盖度分别为 ４８％和 ３４％，一半以上裸露，裸露部分多为沙土碎石，风蚀化十

分严重，鼠洞密度较大，总体积 ０．０３—０．０４ ｍ３，生物量稀少，样条中 １０ 个样方里的植物种类分别为 ９ 种和 ７
种，多样性极低，坡地比平地略好；样条 ３ 的总盖度约 ６２％，风蚀化和鼠洞密度相对较轻和少，生物量是样条 １
和 ２ 的 ３—４ 倍，植物种类也稍多。 但 ３ 条样线只共获得 ４２ 种植物种类样本，比起本应该有的 １３０ 多种原生

种，植物多样性约为原来 ３０％。 进一步计算不同样线样方中植物的表现值，获得前 ３ 位植物的名称和数据

（见表 ４），可见原生植物为大针茅、羊草的草场现在已经退化为克氏针、多根葱、刺穗藜等为主的草场，该草场

７　 １ 期 　 　 　 裘丽　 等：基于“管制平衡”的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参与式干预发展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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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严重退化草场类型［３６］。

表 ３　 不同样条的总盖度、总体积和植物种类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ｏｔａｌ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ｔｏｔａｌ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ｉｐ

样方
Ｓａｍｐｌｅ（Ｎ＝ １０）

总盖度 ／ ％
Ｔｏｔａｌ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总体积 ／ ｍ３

Ｔｏｔａｌ ｖｏｌｕｍｅ
植物种类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样条 １
Ｓｐｌｉｎｅ１

样条 ２
Ｓｐｌｉｎｅ２

样条 ３
Ｓｐｌｉｎｅ３

样条 １
Ｓｐｌｉｎｅ１

样条 ２
Ｓｐｌｉｎｅ２

样条 ３
Ｓｐｌｉｎｅ３

样条 １
Ｓｐｌｉｎｅ１

样条 ２
Ｓｐｌｉｎｅ２

样条 ３
Ｓｐｌｉｎｅ３

均值 Ｍｅａｎ ４８ ３４ ６２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１２ ９ ７ １０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１８ １３ １６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６ １ ２ ２

表 ４　 不同样条的前三位分布植物及表现值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ｌｉｎｅｓ

排序
Ｓｅｒｉｅｓ
名称
Ｎａｍｅ

表现值 Ｎｏ．１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Ｎｏ．１

表现值 Ｎｏ．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Ｎｏ．２

表现值 Ｎｏ．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Ｎｏ．３

植物名称
Ｐｌａｎｔｓ

表现值
ｖａｌｕｅ

植物名称
Ｐｌａｎｔｓ

表现值
Ｖａｌｕｅ

植物名称
Ｐｌａｎｔｓ

表现值
Ｖａｌｕｅ

样条 １
Ｓｐｌｉｎｅ １ 克氏针茅（Ｓｔｉｐａ Ｋｒｙｌｏｖｉｉ） ４１．５２％ 刺穗藜（Ｄｙｓｐｈａｎｉａ

ａｒｉｓｔａｔａ） ２８．３２％ 糙 隐 子 草 （ Ｃｌｅｉｓｔｏｇｅｎｅｓ
ｓｑｕａｒｒｏｓａ） ９．７２％

样条 ２
２

多根葱（Ａｌｌｉｕｍ
ｐｏｌｙｒｒｈｉｚｕｍ） ６４．０１％ 小旋花（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ｕｓ

ａｍｍａｎｎｉｉ） １０．３２％ 克氏针茅（Ｓｔｉｐａ Ｋｒｙｌｏｖｉｉ） ７．７４％

样条 ３
Ｓｐｌｉｎｅ ３ 克氏针茅（Ｓｔｉｐａ Ｋｒｙｌｏｖｉｉ） ５１．０９％ 藜（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ａｌｂｕｍ） １０．５９％ 刺穗藜（Ｄｙｓｐｈａｎｉａ

ａｒｉｓｔａｔａ） １０．０４

３．３．３　 抽样社会调查评价

参与式研讨会中，参与者就九个模块的详细评价使我们获得了该嘎查的发展脉络和整体认知，那么这些

评价是否和整个嘎查的事实情况一致？ 为此我们递进式地设计了一份结构性访谈问卷，问题涉及牧户家庭、
草场、牲畜的基本情况，相关政策的满意度和重大变化的影响程度，以及详细的收入和支出状况，共 ９０ 个变

量。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５—８ 月 ２２ 日，根据本村 ７ 个小组地理分布情况，按路线随机抽样方法进行入户结构性访

谈，共获得 ６０ 份有效访谈问卷记录，平均抽样比例 ３２．２８％，使用 ＩＢＭ ＳＰＳ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Ｖ２１．０ 软件进行分析。 表

５ 是这 ６０ 个样本所体现的关于基本状况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由表 ５ 可见，问卷调研结果与 ＰＡＤｅｖ 评价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几乎一致，更为详细的如，载畜量超标家庭

比例为 ８８．３３％，平均载畜量约为 ０．８ ｈｍ２，超标 １ 倍；五畜结构严重失调，半数以上家庭不超过 ３ 种牲畜；雇佣

劳动力的家庭比例达 ２１．６７％；银行贷款发生率 ８８．３３％，高利贷发生率 ２８．３３％；第二期提高补贴后的生态补

偿收入仅占 ２３．７９％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详述。

４　 讨论———基于“管制平衡”视角的“生态补偿、草畜平衡、畜牧尺度”关系

参与式研讨会的最后阶段是对研讨会的产出进行反馈。 当参与者久久围着图 ３ 的结构图，他们中的基层

干部甚至开始反思生态补偿政策以及其它扶贫政策的执行策略，而普通和贫困牧户则开始思考“合作”的可

能好处。 当进一步探讨如何真正做到“草畜平衡”时，参与者都不约而同地将焦点集中到了“畜牧尺度”上，这
或许就是管制平衡的关键机制之一吗？ 在此，我们对此展开一定的探讨。

草原生态补偿政策中最重要的一个管制平衡目标是“草畜平衡”。 在“草畜平衡”的管制下，牧民们探讨

的畜牧尺度主要是指载畜量和放牧方式。 载畜量是从资源承载力的角度所做的定义，它最早形成于阿伦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ｌｌａｎ）１９４９［３７］年在非洲农牧业的研究，是对未引起土地退化，一定土地面积上所能永久维持的最大

人口数量的定义。 我国的生态补偿政策是在草原普遍退化之后推行的，“草畜平衡”的载畜量是基于一定计

算模型下的从公共“管制”的角度出发的“管制载畜量”。 综上三部分的评价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管制载畜

量”所面临的如图 ４ 所示的生态退化所带来的事实上的承载力（生态载畜量）的下降和畜牧家庭实际载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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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家庭、草场、牲畜以及经济状况汇总表

Ｔａｂｌｅ ５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ｐａｓｔｕｒｅｓ，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１）牧户家庭基本情况
（１）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ｒｄｓｍｅｎ′ｓ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平均每户家庭的人数 ４．５ 人 ／ 户 ６０ 岁以上人数占比 ９．６７％

１６ 岁以下人数占比 ２３．４２％ 常年从事畜牧的人数占比 ６２．８３％

正在上学的人数占比 ２１．９３％ 常年外出打工的人数占比 ２．２３％

常住牧区人数占比 ８５．８７％ 参加社保的人数占比 ２３．４２％

参加医保的人数占比 ８９．９６％ 参加低保的人数占比 １７．３９％

雇佣劳动力的家庭比例 ２１．６７％ 拥有城镇住房家庭比例 ２０％

（２）家庭草场和牲畜的基本情况
（２）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每户拥有草场平均面积 ４１２．２６ ｈｍ２ ／ 户 每户拥有的牲畜的平均数量 ５３８．２７ 头 ／ 户

载畜量超标家庭比例 ８８．３３％ 每户平均载畜量［注释１］ ０．８２（ｈｍ２ ／ 羊）
租赁草场的家庭占比 ２５％ 租赁家庭平均租赁面积 ３５９．７３ 亩 ／ 户

围栏家庭的比例 ９３．３３％ 走场放牧的家庭比例 ２６．６７％

每户放牧草场隔离块数 ２．６９ 块 ／ 户 养马家庭比例 ５１．６７％

每户家庭平均围栏数量 ７２６４ｍ ／ 户 养牛家庭比例 ５８．３３％

每户草场平均草场块数 ２．６９ 块 ／ 户 养绵羊家庭比例 ９８．３３％

每户家庭拥有暖棚数量 １．３６ 个 ／ 户 养山羊家庭比例 ４０％

每户家庭拥有暖棚面积 １７２．７６ ｍ２ 养骆驼家庭比例 ２０％

每户拥有的机井数量 １．４ 口 ／ 户 打机井养畜的家庭比例 ９６．６７％

整个嘎查五畜结构（绵羊∶山羊∶牛∶马∶骆驼）的数量比率 ３２８∶１４∶９∶５∶１

拥有不同种牲畜（５ 种∶４ 种∶３ 种∶２ 种∶１ 种）的家庭比率 ３ ∶１３∶１６∶１８∶１０

（绵∶山羊∶牛∶马∶骆）的繁殖比率 ８１．１０％ ∶ ８０．７２％ ∶ ４４．０２％ ∶ ３０．４１％ ∶ ３２．３５％

（３）家庭经济情况（２０１７ 年）
（３） Ｆａｍｉｌ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７）

银行贷款的家庭比例 ８８．３３％ 银行贷款家庭的平均贷款数 ７．３２ 万 ／ 户

高利贷家庭发生比例 ２８．３３％ 高利贷家庭的平均贷款数 ９．４１ 万 ／ 户

主要收入占比 畜产品收入 ７１．５９％ 主要支出占比 放牧生产支出 ４８．９４％

生态补偿收入 ２３．７９％ 生活支出 ３６．６０％

其他收入 ４．５２％ 教育支出 １４．３６％

　 　 载畜量按照该嘎查的规定进行当量折算，１．６ ｈｍ２ ＝ １ 羊，马、牛＝ ６ 羊，骆驼＝ ５ 羊，小牲畜减半

（实际载畜量）超高水平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的挑战和压力。 现实中存在的这三个载畜量分别属于三种不同

的属性：管制载畜量属于公共属性、生态载畜量属于自然属性、实际载畜量属于社会属性。 那么如何促使图 ４
中的三种不同类型载畜量的拟合？ 这回应了本文第一部分探讨的“管制平衡”机制建设，当政策转化为管制

目标后，它面临众多管制情境的影响，因此加强互动治理是实现目标的重要手段。 从互动治理的原则上，第一

部分综述的条件性、额外性、瞄准性、自愿性提供了治理的方向，在此基础上需要根据具体治理情境进行治理

手段的设计［３８⁃４０］，如本研究案例中不同财富群体具有不同的“实际载畜量”，但是由于放牧过程的投入不同，
可能“生态平衡载畜量”也是不同的，因此，治理的手段可能不同，富裕家庭（往往是大牧户）可能需要加强瞄

准性，提高管制的强度，促进其自愿规制性，而贫穷家庭可能需要给予一定条件性和额外性以促进其整合或帮

助其提高转产转业的能力等等，因此生态补偿机制不能主要通过货币的形式进行“商品化”补贴［４１］，而更重

要地在于互动治理过程中如何建设一个长效机制［４２］，把握一个“平衡的状态”。
放牧方式是牧民们和畜牧尺度关联的“最纠结”的讨论。 游牧制时代具有掌握“平衡”的最佳本土知识，

他们可以根据各种情境，包括水源、季节、边界、坡度、天气、邻里协作、植物生长等进行移动放牧以维持平衡，
“移动”是畜牧尺度最重要的属性，而目前基于围栏的现代定牧制和圈养使得这些“平衡”技巧失去了发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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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实际载畜量、管制载畜量、生态平衡载畜量的发展关系

Ｆｉｇ．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ｃｔｕａｌ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图中的 Ｎ 和 Ｎ′示意实际载畜量和管制载畜量的相对大小（据 ３．３．３ 中调查结果，实际载畜量约为管制载畜量的 １ 倍，８８．３３％的家庭超标）

机会，并进一步呈现出人地关系的失衡［４３］。 一些牧民（往往是较为富裕的家庭）具有较高的合作意愿以及合

作水平，他们通过合作社的方式促进了移动水平，但是囿于草场的分割和牲畜移动尺度的偏小，无法利用传统

的知识和技术来主动调节“草畜平衡”，所以只能在原有“实际载畜量”基础上的简单叠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生态整合而恢复生态以提高“生态载畜量”。 贫困的小牧户更加寸步难行，他们只能在小小的围栏内不断

踩踏，“生态载畜量”越来越低。 因此，一定规模内，自主合作拆除围栏实现草场整合，给畜牧一个较大的移动

尺度，是目前急需要促进互动治理的手段，这或许也是目前最值得探究的既能避免“公地悲剧”又不至于陷入

“私地悲剧”的途径之一。 我们曾调研过内蒙古和青海主动拆除围栏整合草场的合作社或合作小组，它们通

常由 ５—１５ 户牧户家庭组成，一般来自同一地域小组（基于空间的相连性和社会网络的信任度），整合的草场

规模，内蒙草原一般为两三万亩至十几亩不等，青海几十上百万亩不等，基本能够满足以上 ３ 个载畜量的拟合

状态以及放牧的改善，既能运用一定的传统游牧知识和手段，同时又能有机利用现代定牧的设施和手段，如防

疫、母畜生产、避灾等，不仅大大降低了基于此的牲畜和劳动力整合所带来的生产成本，重要的是能使退化的

草场得到真正的生息休养，鉴于“畜牧尺度”的重要性，有学者将这种基于传统游牧和现代定牧有机结合的方

式称为“现代游牧制” ［４３］。 因此，生态补偿机制中可以考虑给予“放牧尺度”及草场整合放牧的促进和奖励。

５　 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合了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是以“管制平衡”为导向以互动治理为过程的理论逻辑与具有“综
合性评价”视角的参与式干预发展评价方法的实践。 研究的开展虽然只基于一个嘎查的案例，但是较为详细

和完整地呈现了研究的全过程以供进一步研判和拓展。 参与式干预发展评价的最大利益相关者群体是特定

社区中发展干预措施的受益或潜在受益者，我们将其引入到生态补偿政策的评价中，体现了“自下而上”的特

点。 在评估中，我们重点强调了生态维度，尽量构建相关利益者和生态环境的对话情境，使参与者能够从他们

与生态环境以及和其它关联维度（模块 ２ 中的其它 ５ 个部分）之间，不同群体之间（财富群体的分类）等“主体

间性”，以及基于历史回顾的“形成性”等视角客观地、整体性地进行评价。 该方法也从“元评估”的视角，递进

式地采用生态现状和多样本抽样社会评价而进一步得到验证和解释。 鉴于该方法由莱顿大学“非洲研究中

心”开发并已在非洲多个国家实践，方法框架较为成熟，在其它领域也正被借鉴［４４⁃４５］，我们的实践体验也较为

简单易行和灵活，它可以按照顺序逐一开展，也可以根据研讨的实际进展，选择几个最重要的模块或合并几个

相关的模块进行。 该方法还同时具备“启发”和“沟通”功能，它可以被政策实施者用于批判性地反省干预措

施和策略，进而有助于变革与包容性发展；也可以促进参与者参与“互动治理”过程。 我们觉得该方法值得引

入到生态补偿政策评价的实践中。 另外，本文的案例研究表明，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地位和作用体现在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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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年的“草⁃畜⁃人”结构发展变迁中，从政策作用的末端来评价生态补偿政策所产生的生态效益，因生态退化

的事实仍未发生改变，比较难以直接确定其因果关系，但从基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及未来发展的角度，政府

主导的生态补偿政策将积极地促进牧民们的自主整合和适应市场的发展。
最后，我们认为，相比其它政策而言，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更有必要去建设管制平衡机制，因其本质上是一

个“管制平衡”导向型政策，政府需要加强与生态补偿政策配套或协同的管制体系的建设，包括管制机构、管
制制度、管制模式、管制绩效考核等，但管制体系的建设并不是为了加强管制而投入过多的管制成本，而是从

“平衡”和“创新”的视角，如何去创新治理以避免管制可能带来的僵化，这方面的研究有待今后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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